
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政治社会运动，在短期的数十年

世纪中叶的

鸦片战争使中国士大夫自觉于商业资本的“洋务”，太平天国

的革命使中国善于哭诉的农民自觉地独立活动于近代历史舞台。

不论由上而下的洋务运动，或由下而上的农民战争，

中国，是真正把近代的课题从内患外忧中历史地提出来了。所谓

课题，是近代的民主潮流在中国的现实解决。

世纪以来的世界自由主义运动，从

然而问题最棘手的，是一方面中国半殖民化已经和世界资本

主义的体系结成纽带，他方面

东欧经过俄国以至日本，复把资本主义的向上期结束而转入向下

危机的发展之中，中国再没有可仿效的路径。甲午战争，便明白说

明了中国落到日本维新之后，不可能跟着前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改

良路线去追踪，而问题是反过来讲的，或者是前进的欧洲与落后的

中国，或者是落后的欧洲与前进的中国。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惟

其如此，在

间，阶段甚多，随着新的现实发展而有新的深刻课题，更有新的人

类创作活动。民主主义者不断地适应新环境而贯彻民主方针，而

改良自由主义者亦不断地在新环境急速的进展中而改变自己的主

张，前者是正途，后者是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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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着从俾斯麦 彼得大帝

本节我们研究的维新巨子，康有为、谭嗣同、梁任公正是甲午

战争以后的思想的一方面，他们代表了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他们

明治天皇的改良运动，企图

中国的日本维新版出现。例如康有为说“臣请皇上以俄彼得大帝

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他们有昙花一现的鼓动中

国复生的功绩，他们有前后矛盾而以矛盾自执的逆转，他们有“以

今日之我不惜与昨日之我挑战”的善变。他们所以如此，因为他们

在剧巨的历史变革中，常把自己应合潮流的暂时政策，绝对化而为

先天的范畴。他们的政策和主义是同一的，如果按公羊家三世之

说讲来，维新变法不过是一种手段，但他们把变法强调而为改制主

义，例如廖季平就说：“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康

有为更大张变制与改制的绝对道理：

“圣人譬之医也。医之为方，因病而发药，若病变则方亦

变矣。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孔子

作六经而归于《易》、《春秋》，《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

通。孔子虑人之守旧方而医变症也，其害将至于死亡也。《春

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

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质三统焉，条理循详，以待后世

之穷而采用之。⋯⋯积池水而不易则臭腐兴，身面不沐浴则

垢秽盈，大地无风之扫荡改易则万物不生。物新则壮，旧则

老，新则鲜，旧则黯，新则洁，旧则败，天之理也。”

志序

“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

《应诏统筹全局疏》）

明，观万国之变，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

亡。⋯⋯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

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

日本书目

以皇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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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计万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

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上皇帝万言书二》）

天理、物理、政理、圣人之医理，皆曰“变”，绝对的“变”，甚至圣

人之所以为圣人即在“托古改制”，他的《改制考》一书，据他说是

“不敢隐匿大道”而作，故大道之行，惟在一变。

谭嗣同说：

⋯孔曰‘不已’，

“孔曰‘革去故，鼎取新’。又曰，‘日新之谓盛德’。⋯⋯天

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

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缛者歇矣；血气不新，

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

佛曰‘精进’，耶曰‘上帝国近尔矣’，新而又新之谓也。则新也

者，夫亦群教之公理也。德之宜新也，世容知之，独可以居今

之世，犹有守旧之鄙生，龂龂然曰不当变法，何哉？⋯⋯夫孔

⋯晚而道不行，掩涕于获麟，默知非变法不可，于是发愤

作《春秋》，悉废古学而改今制，复何尝有好古之云云也？

”十四字，以

（按即指康有为）曰：‘《论语》第七篇，当是《默而》第七，刘歆

私改“默”为“述”，窜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曰：

申其古学，篇名遂号《述而》矣。“我非生而知之者，敏以求之

者也”。生知与敏求相反相对，文义自足，无俟旁助。而忽中

梗好古二字，语义都不连贯，是亦歆窜矣’。

⋯‘于文从古，皆非佳义。从草则苦，从木则枯，从草木则楛

⋯日新乌乎本？

从文则故，从口则固；⋯⋯从牛则牯，从广口则痼，从水口则

涸，且从人则估，估客非上流也。从水为沽，孔子所不食也。从

女为姑，姑息之谓细人。吾不知好古者何去何从也’。欧美二洲

以好新而兴。日本效之，至变其衣食嗜好。亚非澳三洲以好

古而亡。中国辄动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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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开宗命义曰：

曰‘以太’之动机而已矣。

变化，夫固未有能遏之者也。”

‘以太’之动机，以成乎日新之

仁学》卷上）

谭氏从圣教之旨（或公理），自然万法之义，孔子改制之道（所

引《论语》改误之说则为武断），文字学上的变化（所引从古诸字之

曲解，更为背乎音韵学之常识），世界形势的存亡，证明一条原则，

“变”“新”为常而已。（后来谭氏死于六君子之国难，表面上和他冲

决君臣网罗之伦理观念似有矛盾，而实不然。按他对任公言“各国

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流血者，有之请自嗣

同始。”此话可信，他的心迹二者没有裂痕。因为维新派都是把主

义与政策混同为一，自其甘死于政策上而言，可云徒死，而自其殉

难于他的改制主义而言，则是戊戌变政的人物中最忠实的行道者，

不可不辨。）

梁任公在《饮冰室集》首篇《变法通议

“法何以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

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

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

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

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

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

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

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

自序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第一节》）

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

保种，可以保教。”

梁氏又有《说动》、《释革》二篇，申论前说，《说动》一篇言自然

之公理惟动而已，圣贤之教旨，惟动而已。以至云有动力而日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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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御之！其将来之目的地，黄金世界，荼

法制则生存，否则灭亡，法制改革要如俾斯麦之艰难措置，而后国

权可固。《释革》一篇言“革也者，天演中不可逃避之公理”，“国民

如歆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国民

以自存，必自勿畏大变革且赞大变革始。”所以他讴歌新法说：

灭国新法论》）

“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

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

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美哉新法！盛哉

新法！”

第一，按维新派的变之公理赞辞，表面上和他的保皇尊皇诸论

不合，因在变之潮流中，君主亦应在被革之列，但事实上维新派则

把升平之世归诸君主立宪。这是什么理由呢？第一，他们以为凡

变凡新都是至善的，君主立宪是新的，故君主立宪可以救中国，这

是形式逻辑的简单论断。以任公《过渡时代论》一篇之旨而言，所

谓过渡并非目的地，然他把过渡时代形容为“变”之义最阐扬的时

代，他说：

“其在过渡时代以后，达于彼岸，踌躇满志，其有余力可贾

与否，亦难逆料也。惟当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

息；江汉赴海，百千折以朝宗。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

郁苍，雄心矞皇。其现在之势力圈，矢贯七札，气吞万牛，

过渡时代论

生涯，谁能限

之？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

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

美哉！过渡时代乎！”

所以，由“变”之主义，产生了惟“变”之时代为美，悲剧的过

渡时代才是真正的人类舞台，而彼岸则怀疑了。这和三世之说颇

不相容，故公羊学派在客观上不能不为急性的变法论，以为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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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行将结束的国权主义，为维新派所继承，康有为自

可以推翻旧局（谭嗣同与袁世凯的谈话史料，如果实在，其中便

在谭氏的意识中含着军事阴谋的急性改制观），三年可以定天下。

第二，维新派迎接的潮流是国权主义，在他们的文献中都盛

道伸斯麦、彼得大帝、日本天皇，康有为变法运动，上皇帝的参

考资料便是《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谭嗣同有咏赞俾

斯麦之诗句，梁任公则将德俄日三国变法之史迹反复称颂于其文

中。故

然动矣（见《大同书序

述其生于英帝印度之岁，而年十余知伸斯麦之火烧法师丹也，怵

。梁任公自述生于意大利建国之岁，都在

生平上刻印上国权主义的纪年日月。凡国权主义的建国运动都含

有与封建的妥协性，而急躁地谋一朝的翻云覆雨。任公论康有为

“其精神专注于前途，以故其举动或失于急激，其方略或

不适于用，常有不能为讳者。”（《南海先生传

实则这是维新派的共通精神，亦无可讳者。

维新运动者大声疾呼变革以求活路的宣传，在当时是一把号

筒，启发思想之功甚大，他们的自由平等思想虽然在保皇立宪的

歧途中散布着，但进步的成分在朝气中，在浪漫主义的气氛中，

是具有所谓“过渡时代”的价值。这个时代极其短促，所以他们之

受批判而为时代所吞灭亦极其迅速，他们“变”之信条，就在现实的

百日维新变法中，已经因为没有“质变”观念，而自己动摇，不能

贯彻。任公说自己是思想界的陈涉，嗣同亦希望做陈涉、杨玄感，

皆自知之明。

像康有为本来是一位“措天下如反掌”的现实论者，他的医术

在过渡的时代中亦必绝对化为圣术，他把“改制”说成一般的天经

地义。到了改制在民国初年逢到具体的问题棘手解决时，他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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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

到国释论，而反对效法欧风美雨。自由主义的“特许证只许他们

在这一政派与另一政派之间自由地飞来飞去”，尤其在甲午之战

以后的中国历史，维新派更显得飞来飞去，不暇席暖的。有为以

为太有成见，⋯

教主自居，故矛盾必须在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暴露。任公谓“有

其学三十岁已成，不复有进”，只言其矛盾的思

想体系，而其现实主张则不但太无成见，而且变来变去。至于任

公，他自己说得颇为忠实，“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

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

之我，难昔日之我’。”

变法论当做绝对的改制主义去看待，必然要演出机会主义的

政治色彩，公羊学派把孔子学说所以归纳而为托古改制的相对主

义，把孔子所以尊崇为教主，都有其政治学上的目的。至于他

的孔教泛神论的假设，又有另外一种因素作为背景，那便是商业

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下面我们就要研究这一点。

按康梁变法以前的思想，在士大夫上层为“洋务”运动，在下

流社会则为农民战争。后者的传统是被革命民主主义者所继承，

即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前者的传统是被戊戌政变所继承。

何谓“洋务”？即仿效西欧的交通、邮电、坚甲利兵等改革政策，在

学术意义可谓之中国的重商主义。到了甲午之战以后，士大夫

又惊赏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于立宪的政治制度改革，于是复

倡变法运动。过去学者以为洋务与变法是两种不同的运动，洋务

为仿效西法之富强，变法为仿效西法之制度，这是皮相的分析。

著者认为，变法与洋务是一贯的重商主义之内容，二者不可分离，

惟变法则企图以制度的动力而推行洋务罢了。（至于历史运动上

的意义，另见下节。）研究思想史，不能不寻研本质上的分水岭，

中国当时的民主派所以有其民主派的精神者，一在于民众性，

第 7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任其政。

在于土地政纲，没有土地政纲的消灭封建独占之进步性，便要和

自由主义者合流的。反之，维新派在言论上并没有一字提到土地

政策，改良主义所以区别于革命，就在这里，而当时维新派所争

的变法名词而反对革命的理由，都是策略的性质。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看文献中所表露的思想。康有为在民

国二年创刊《不忍杂志》，这时他的言论已失去戊戌时代的朝气，

自己推翻了过去的变法思想实在惊人，而有一点则说出他的变法

内容，他在《共和平议》一篇中说：

“昔吾著三书，曰官制考，曰物质救国论，曰理财救国论，

以为能举三者，中国既富既强矣，然后开国会焉，故一切自

由平等之说，未敢发焉。”

按康氏在晚清时代，对于自由平等之说，虽未敢发挥民众性

的言论，但并非没有鼓吹，例如他注《论语》，关于“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关于“天

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把两个不字都认为

今本衍字，为后人所妄改增者，旧本没有不字。姑不论“旧本”难

据其为何本，但他所言则有自由平等的主观思想，他说：“政在大

夫（不字衍），盖君主立宪有道谓升平也，君主不负责任，故大夫

在他

大同天下为公，则政由国民公议，盖太平制有道之

至也，若如今本庶人不议，则专制防民口之厉土为有道耶

的言论中，把升平之世规定为君主立宪，自由平等是有条件的，但

“民贵君轻”亦认为孟子传孔子的升平之说（还不是太平之道），何

尝他未敢发自由平等的言论？然而，我们要知道，他虽然发此言

论，而他的中心思想则别有所在，而他所云的三本著作，官制考、

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则完全是一种重商主义的内容，所谓

升平之世，物质与理财加上官制改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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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丁 参看《康南海传

西洋重商主义是和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的泛神论相适应，因

为世界市场使上帝亦下凡周游于新大陆与东印度，殖民地与基督

教便相为结合表示出一种至尊的权力。康氏的孔教论，和他的理

财救国论相为表里，任公云“有为误认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

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此话最确。任公

又约康氏的孔教观为六大纲：“进步主义，非保守主义；兼爱主义，

非独善主义；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平等主义，非督制主义；

强立主义，非巽懦主义；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这话则带有教

条的宣传性，主观上企图输入西洋的宗教改革于中国，如任公所

谓“论近世政治学术之进步，孰不以宗教改革之大业，为一切之

原动力乎？后有识者必能定论此案也。”他便以康氏为“孔教之马

康氏的宗教思想之定论，即在他

以为景教为治强之本，任公已经破案一半，而其他一半则所谓“治

强”不是别的，亦即重商主义时代的理财立国，而康氏所谓升平之

世者。因为康氏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把事物和事物的影子常

颠倒重视，重商理财是事物，而景教的权力是影子，他崇拜影子

要比崇拜事物还利害。故又如任公所云“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

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于是乎以孔教复原

为第一着手。”这又夸大了重商主义时代统一运动的外貌。

西洋重商主义时代的“价格革命”，是近代文明的一有力要素，

而购买力的奢风，则为重商主义的现象形态。康氏对于这一文明

亦心向往之，他解释《论语》“礼与其奢也宁俭”云：

“ ⋯孔子为文明进化之王，

令人道退化，今中国之

世愈文明，则尚奢益甚。

非尚质退化者也。宋儒不通此义，

文明不进，大损所关，岂细故哉！”

康氏重商主义的思想，更有他的主要言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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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各国，专务商

“新政何以举行？闻日本之变法也，先行纸币，立银行，财

泉通流，遂以足维新之用。今宜大筹数万万之款，立局以造纸

币，⋯⋯用印度田税之法，仿各国印花之税，我地大物博，可

增十倍。

新有图。”

甚至他在上疏中，把新政与商务混同一致，如云：“新政多下总

署，总署但任外交，岂能兼营商务？”他在《万言书》中又举富国之法

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内

容则详论商业者占全书之半，并主张：

“特设通商院，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经营其事。令各直

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通

同商办，庶几振兴（下言商学商会之重要，文繁不引）。”

康氏在戊戌变政失败以后，更大倡商业救国之论，运动华侨，

创设香港振华实业公司、墨西哥华益银行、纽约琼彩楼餐馆、上海

广益书局、广西太平山金矿公司等等。在美洲致公堂新章要义中

（此文据冯自由云为中山先生手订），曾揭发了康氏的运动：

“官爵也，矿务也，银行也，商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

之具，自欺欺人者也。”

任公在《康南海传》中第八章《康南海之中国政策》中，列有十

二项，第六项以前为立宪政策，自第七项以后则全述其商业救国

之论，例如：

“第七，先生谓中国当以工商为国事，以天产之富，工价

之廉，而其人精于商务，若天授焉。苟以政府之力奖励扶助

之，上下一心，同此目的，不十年而中国之雄甲天下。”

“第十一，先生以为今日中国无取多兵，何也？若能立宪

法、改官制、行真维新，则内乱必不生。

大购铁舰数十艘，急练民兵百万，则气象丕变，维

应诏统筹全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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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民力，得尾闾以蓄泄之也。”

任公后来虽然放弃保皇保教的思

业，咸愿平和，苟外交无失，内治日兴，谁则开衅？”

所以，维新运动，是以官制的改革为手段，而达成“专务商

业”的目的，此目的在第七项中说明得最扼要。这比洋务运动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仅增加了立宪法改官制的推动力，丝毫没

有民主派的土地政纲内容。

梁任公的言论比较广泛，他以改革政体与办学校为变法的原

动力，批判洋务运动之不知所本，表面上好像是洋务运动的扬弃，

但骨子里则为洋务运动的延长。他说变法的潮流，变亦变，不变亦

变，自变者为日本，可效法的，他变者为印度、波兰、突厥，不可想象

的（参看梁氏著《变法通议 。效法日本，惟在立宪与学校，故他特

注意于“政学”与“艺学”，以二者推行富国强民之道，所谓国权主义

的商业立国精神。例如他说：

“今英旗所翻，遍大地之海岸，威权炎炎，炙手可热，游于

海外者莫不艳之。岂知其所以致今日者，商会之功，十居八九

哉。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人子之职也，尽瘁于海外，以张

国权，此国民之职也。我数百万之同胞，何多让焉？”（《商会议》）

任公商业救国与国权主义之论颇多，今举其所赞述的德国伸

斯麦宰相为例如下：

“德人之帝国主义，由俾士麦商业政策一转而成，其目的

在以国民主义为基础，而建一工商业帝国于其上，使充盈横溢

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但他又向“国民力”的国

权主义方面寻求出路，其思想脉络，仍在重商主义的范围内。他虽

然介绍许多民权的学说，而他自己则把民权划在国权之下，继承洋

务衣钵。戊戌政变后之四年，他写的《新民说》已经不强调君主立

如国家思宪 而走入国家主义一途径，惟所论“新民”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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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可不颁定各种法律以相辅；有法而不行，

想、自尊心、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尚武、私德等，以“国民之竞争

为内容，犹是国权中心的思想，犹是主张由制宪以兴商务的思想。

他说：

“征诸商务，生计界之竞争，是今日地球上一最大问题也

各国所以亡我者在此，我国之所以争自存者亦当在此。商务

之整顿，夫人而知之矣，虽然，振兴商务，不可不保护本国工

商业之权利，欲保护权利，不可不颁定商法；仅一商法不足

以独立也，

《新民说》）

与无法等，则不可不定司法官之权限；立法而不善，弊更甚于

无法，则不可不定立法权之所属；坏法者而无所惩，法旋立而

旋废，则不可不定行法官之责任；推其极也，非制宪法开议会，

立责任政府，而商务终不可得兴。今之言商务者，漫曰，吾兴

之吾兴之而已。吾不知其所以兴之者持何术也！

由此看来，所谓立宪，乃振兴商业的手段。它不是和反封建的

民主纲领相配合，而是和商业第一相配合，所以“新民”云者，即新

其商务之民而已。任公在基本理论上和康有为是一致的。他在《清

代学术概论》里说，以后来不谈伪经，不谈孔教，与康氏分家，这当

是一部分事实，然而他所谓“渐倡排满共和之论”，其基本立场，犹

是戊戌的传统（任公在民国五四以后的思想，非这里范围，当别论

之）。

谭嗣同的“仁学”，完全基于商业交易，他说：

故莫仁于

仁学》卷上）

“仁者，通人我之谓也，通商仅通之一端，

通，莫不仁于不通。”

以通商仁我，我无以仁彼，

自由贸易的世界，在嗣同理想中是仁爱的合理关系，所谓“彼

⋯是以不仁绝人之仁。”（同上）这种

理论，比亚旦斯密斯还要绝对。所谓仁者，如商业上等价交换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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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今欲闭关绝市，既终天地无此一日，

即商品的拜物教

系，一方面是出卖者，另一方面是购买者，此方的相对的价值形态

与彼方等价形态，互为作一物对他物之换位，在最单纯的关系（如

物物交换）表现着互利的样子。嗣同以为这便是通乎人我之仁，故

谓“彼仁我，我亦有以仁彼，能仁人，斯财均，而己亦无困矣。”（同

上）然彼我之间，最初与最后并非一致的，如果彼我皆以商品所有

者出现，那么人的关系之外，便产生了物的关系，

关系，货币关系以至资本关系。这在嗣同哲学中都以为是“上天报

施之理”，所有者拿出商品来出售的“仁”之施，非所有者拿不出等

价物来购买便失去“仁”之报，而所有者应当生存，而非所有者之

“翦灭屠割，揆之上天报施之理，亦有宜然焉耳”。这已经是奇妙的

理论，他把这一理论又用之于国际贸易，以为通商是彼此惠仁，资

本商品的输出国与殖民的输入国，好像只有等价交换关系，没有交

换以外的不平等关系。

他在《仁学》中规定，企业家的出现是仁者的博施济众，则“为

仁即富”便成了维新派的市民思想，而无所谓“为富不仁”的道理，

偶有之，亦如他所说由于“坐拥厚赀者时有偏心”之偶然现象罢了，

好像是说不肯再投资本以扩大生产而已。因之，推而至于国际通商

关系，商品输出者“不啻出货佣彼而为我服役”，愈来货愈现出其仁

心，而我若拒其输入，他说：“不自振奋，而偏巧于推咎，惰者固莫

不然也，是以仁绝人之仁。”这是多么深厚商业心理的公羊学！

嗣同崇拜商业国际为“仁”的人我通，这是商业理想美化的讴

歌，然而又不妨碍他另从一方面相反的角度来雄化商业，歌颂商

业。例如他说：

“西人虽以商战立国，然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商之一

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人心风俗皆败坏

则不能不奋兴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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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上欧阳瓣 二》）

⋯（原注，西人⋯⋯商务一

师书端，已远胜于作中国之皇帝 ⋯ ）。”

这已经批评了他自己的《仁学》，《仁学》主人我通，以通商为

仁，此处主人我战，以商抗商，以不仁对不仁。惟他有一个基本出

发点，即商业资本主义是王霸皆宜。而矛盾的地方，他很轻易地拿

两个天理来解决。

严复亦与维新派思想相通，他在《上皇帝万言书》中，说：

“古今谋国救时之道，其所轻重缓急者，综而论之，不外

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乎理财、经武、择交、善邻；本者存乎

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势急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

可以深维其本。”

这所谓“标”者，即重商主义，且标本二者有急缓之区别，故

“标”即变法时代的“本”了。

举办铁甲兵船。同年申请在各省分设西学局，派通晓测算、舆图、

年）开采煤铁矿。同治十一年十一月招商局成立。光绪元年（

年）五月倡议年）倡议在大沽筑新式炮台，同治十一年（

年）在天津设立械器局。同治十年州设立船政局，同治九年（

四年（ 年）在福年）在上海设立了江南机器局，同治五年（

年）在南京设立了金陵兵工厂，同治言文字学馆，同治三年（

章在上海设立制炮局。其后同治二年（ 年）在上海设立外国语

的道路。曾国藩于同治元年（ 年）即在安庆设立军械所，李鸿

年代至世纪始，自 年代，中国渐次走上交通工业与军用工业

晚清的富国强兵之商业资本运动，从中兴大臣的新政洋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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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

通晓时务大员主办。光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各

年）购买年）在四川设立四川机器局，光绪六年（绪二年（

铁甲兵船，同年在南北洋设立电报局，又奏请建筑铁路。七年（

年）汉阳兵工厂成

绪八年（

年）设立开平矿务局，同年国营商船初航英国通商，招商局接办各

省电报。八年（

年）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十三年（

年）在旅顺建筑码头，同年成立金陵火药局。十

年（ 年）开办漠河金矿，

年）北洋海军成立，十九年（十四年（

立。

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织布局，九年（

复次与军事工业交通工业相伴而产生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光

年）商人祝

大椿在上海设源昌机器五金工厂，十二年（

设立缫丝局，十五年（

年）张之洞在广东

年）张之洞在广东设立织布局、炼铁厂。

十六年（ 年）上

年）张之

年）上海纺织局成立，官商合办。十七年（

海道唐淞岩设上海机器纺织局，官商合办。十九年（

洞设立武昌织布局。二十年（

年）战争以前二十年之间，中国的官商合办轻

年）盛宣怀招集商股八十万重兴

洋布局，因资本不足，改设华盛纱厂。同年上海成立裕源纺纱厂。

故在中日甲午（

重工业开始生长起来，同时在上海、武昌、无锡、宁波、南通等处更

渐产生了商营的轻工业。这样的工业，又招致华侨投资的内向

心。

故新兴的民族工业不可能让它比封建政府的

以上两项工业是戊戌政变以前中国的产业向近代历程走的痕

迹。我们先讲后一项所谓当时的民族工业。它的最大特点为官商

合办，而真正商营的企业尚看不出它的力量。这里所谓“官”者，正

是满清的封建因素，

自觉更跑得快点。这里一方面是封建贵族的所谓让步，另一方面则

是工业家反而跟着官僚势力的尾巴去进行，因此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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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间，中国古老的封建

叶的国营、商营问题，成了严重的矛盾（辛亥起义导火于川汉铁路

之国营、商营争执）。这反映维新派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即他正是企

图在宫廷维新的基地上做近代的历史变革。因为甲午战争以后，

虽这样的萌芽工业也被外国的资本所摧灭了，这不能不使有近代

意识的康有为发生保国会的运动，其所谓“保国民”、“保人民之自

立”者亦就有了说明。

第二，我们再讲第一项工业。在这

地基上居然产生了军事交通工业，这样的工业，总算使不动的社会

往前进了一步。然而这更与第二项工业有别，更难代表中国近代

工业的划时代的兴起。要答复这个问题，应看甲午的中日一战就

知道的。

一、这些中兴名将所进行的官僚机构之下的洋务，在建立过

程中是由办差的形式出现，工厂组织的体系变成了衙门。

二、资本的来源是为所谓官僚式的军备工业所支配，没有人

民性的基础，这种由封建朝廷所凑集的资本，并不能保证其使用的

正确性，西太后的颐和园便是动用了北洋海军的专款来建造的。

三、洋政是用国库来支持的，在开销国库支出的用途上，逢到

了当时满清的政治积病，一方面想从事于新政，他方面又不敢从事

于新政的彻底，只是在外力影响下，不得不畏首畏尾地作为新的点

缀来进行。

四、洋政之下的工业，在支配当时的满清贵族心理上、主观上

是不愿意的，在一般顽固的道学或守旧大臣的意识中，是把它当做

了一种荒唐的怪物去看待的。例如理学家的一位大臣就说：

“同治六年正月，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由满汉之正途出

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考试录取，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公奏言：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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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奉夷持人心。今后举聪明俊秀 人

所恃读书

求诸一艺之末，又奉夷人为师，无论所学未必 即

之儒　　　　　　　　　　　　　　　　　　　　　　　　　　　　　　　　　　　　　　　　　　　　　　　　　　　 可维

而

有所成就，不过术数之士。

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书人已为所惑。

甚大。伏望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弥阴患！”（匡辅之：倭文端

公别传

所以李鸿章在当时不能不讲出一个政治上的原因，他说：

与刘铭传书》）

“疆臣竭心力以为其难，文吏持刀笔而议其后，任事不易，

思之慨然。”

详察“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尤须有治人。

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

与陶模书》）

改，恐一蹶不能复

振也！”

新政是在腐旧的清廷专制政治之下，委曳而进，实行的结果，

只是暴露了封建政治的矛盾与无力，只显出“中学为体”者之空虚

而“西学为用”者之怀疑，没有解决问题，仅把问题的严重性扩大

了。

但新政又在另一方面表示了封建官僚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畏

惧，以及对于封建的留连。因为新政的提出，固然是代表了二元的

体用观念，即恋心于旧的而震骇于新的，但旧的却拉住新的。尽管

如此，问题则不能不当做一个严重的历史课题提出来，只要能够提

出时代的问题，即令在解决问题上是如何的不彻底而有阻扰，但至

少表示封建内部自己对于自己的失却信心，故新政是成了近代社

会的催生剂。

新政的军事交通工业，试于甲午战争而由残酷的历史所批判，

朝野都在马关条约的签字上束手无策。在中国民主运动尚未成长

的当时，问题便由中兴大臣的新政转向而为举子士人的变法，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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